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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模型在家庭研究中的应用 

郭素然 1,2  伍新春 1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社会关系模型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入至家庭研究领域, 并在多种家庭关系的研究中加以应用和拓

展。在该领域中, 社会关系模型主要采用循环设计, 将变异分解为个体水平、关系水平和家庭水平的效应, 也

可以分析个体水平和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 代际内部和代际之间的互惠效应, 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似性等问题; 

其数据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单个家庭效应值的计算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两种。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体现

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三人家庭数据的处理、各效应的外部效度指标以及缺失值的处理等方面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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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可以对他人产生影响, 进而使自
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变化,  反过来这个变化又

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行为和反应方式, 即个体是
一直处于与他人、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 这种
互动在家庭中体现尤甚。在家庭领域中, 随着研
究的深入 , 研究者逐渐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系统 , 
其实证研究也在家庭系统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在

应用的过程中家庭系统理论的缺陷也逐渐表现出

来, 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 在理论层
面家庭系统理论的划分比较笼统, 仅从宏观层面
将家庭分为个体、关系和家庭三个水平; 在方法
层面, 大多研究仅仅是以父母或青少年单方报告
为主。而社会关系模型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和

统计模型, 主要用于分析成对数据, 基于人际互
动的角度将变异分为个体水平、关系水平和群体

水平三种, 在家庭研究中的应用使得家庭系统理
论更加细化和可操作化。 

1  社会关系模型简介 

社会关系模型(Social Relations Model, 简称
SRM)最初源自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人际知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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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基本观点可以描述为：个体对他人的判断
是自我、他人和双方之间关系的综合体。即当个

体评估同伴时, 既依赖于个体自身的评定, 也依
赖于同伴对该个体的评定, 同时还受到两个人的
关系即成对关系(dyadic)的影响, 简言之当两个个
体在思考对方时, 都会考虑对方是如何看待自己
的(Kenny, 1994)。如, 当个体 A 评价自己是否喜
欢个体 B 时, 个体 A 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喜欢 B, 
也要考虑个体 B 是不是喜欢自己, 还要考虑自己
和个体 B 的独特关系。由此可见, 社会关系模型
主要针对成对关系, 用实证的方法和数据分析模
型作为支持, 来分析对人知觉或行为互动关系中
的变异来源。  
1.1  模型效应简介 

在一般的社会关系模型中, 主要有 3 种水平
的效应来解释各种变异 , 即个体水平的效应
(individual effect), 关系水平的效应(dyadic effect, 
relationship effect)和 群 体 水 平 的 效 应 (group 
effect), 其中个体水平的效应分为知觉者效应或
行为者效应(perceiver effect 或 actor effect)、目标
效应或同伴效应(target effect 或  partner effect) 
(Kenny, 1988, 1994)。 

知觉者效应或行为者效应(perceiver effect 或
actor effect)指个体在与群体的不同成员互动过程
中表现出的行为特征的一致性, 由知觉者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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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所决定。目标效应或同伴效应(target effect
或 partner effect)指群体中其他成员是否比较一致
地看待知觉对象, 即行为指向的目标对象从其他
群体成员那里得到行为、感知的一致性。关系效

应(dyadic effect或 relationship effect)表示个体如
何对独特地看待知觉对象的效应, 是指在控制上
述行为者效应和同伴效应后剩余的效应。如在一

个群体中个体 A对待除 B外其他所有成员都有敌
意, 而只有对待 B友善, 则 A认为自己与 B的关
系具有独特性 , 即为关系效应。群体效应(group 
effect)指控制个体效应和关系效应之后的群体特
征, 反映了群体之间的差异。 

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中 , 行为者效应和同伴
效应使用的术语也有所不同, 如果研究涉及到沟通, 
即信息交流的紧密性, 则使用发出者效应和接收者
效应更合适; 如果是信息或者是资源的流动, 则给
予者效应和接受者效应更合适; 如果测量的是感知, 
则知觉者效应和目标者效应更合适。 
1.2  研究设计 

社会关系模型最基本的设计有两种：循环设

计(round-robin design)和区组设计(block design), 
其中循环设计适用于群体成员数量较少的研究 , 
而区组设计则适用于成员数量较大的群体研究。

研究无论采取哪种设计, 都需要所有的群体成员
使用相同的测验工具。使用该方法的研究大多采

用量表或问卷获得数据, 也有少数采用观察法获
得数据, 如 Cook和 Dreyer (1984)在研究权威和自
制力行为时, 使用观察研究的方法, 让家庭成员
共同完成 6 组任务, 由于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到
实验室任务中, 并且能够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家
庭成员进行互动, 所以该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三人
家庭的循环设计。 

循环设计是比较经典的多重互动设计类型 , 
这种设计要求群体中每个成员对其他所有成员进

行互动或者是评定群体中所有的个体(Warner, & 
Kenny, 1979)。与简单的互动评价略不同, 该设计
需要所有群体成员都参与进行评价, 最后的数据
结果由多组互动评价数据组成。在由 n (n ≥ 3)
个人组成的群体中, 每个群体成员需要对 n−1 个
人进行评价；相应地, 他(她)也会得到 n−1个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这种设计方法一般适用于成员数

量较少的群体。 
如表 1 记录了群体成员的相互评价, 个体 A

需要对所有其他群体成员 B、C、D进行评价, 得
到 XAB、XAC和 XAD的分数, 同时 A 也需要接受
所有其他群体成员对自己的评价, 得到 XBA、XCA

和 XDA的评价。 
 

表 1  循环设计表 

 A B C D 

A  XAB XAC XAD 

B XBA  XBC XBD 

C XCA XCB  XCD 

D XDA XDB XDC  

 
区组设计比较适合群体成员较多的社会关系

模型效应分析, 在进行区组设计时只需个体对部
分成员进行评价, 不需要个体对其他所有成员进
行评价。区组设计包含对称区组 (symmetric 
block)、半区组(half block)和非对称区组(asymmetric 
block)等三种区组设计 (Kenny, Kashy, & Cook, 
2006)。 
1.3  社会关系模型的应用 

自提出之后, 社会关系模型除在人际知觉领
域 继 续 发 展 应 用 外 (Kenny & West, 2010; 
Elfenbein, Foo, Mandal, Biswal, Eisenkraft, & 
Sharma, 2010; Wood & Harms, 2010), 还被广泛应
用到各种领域 , 如家庭关系研究 (Cook, 1993, 
1994, 2000, 2001, 2005; Cook, & Kenny, 2006; 
Delsing, Oud, De Bruyn, & Van Aken, 2003; 
Delsing, Oud, & De Bruyn, 2005; Hoyt, Fincham, 
McCullough, Maio, & Davila, 2005; Hsiung, & 
Bagozzi, 2003; Manders, Cook, Oud, Scholte, 
Janssens, & DeBruyn, 2007)、儿童攻击行为与同伴
关系(Card, Hodges, Little, & Hawley, 2005; Card, 
Rodkin, & Garandeau, 2010; Card, & Hodges, 2010; 
Zimmer-Gembeck, Waters, & Kindermann, 2010)、
团体治疗中的团体动力与人际关系 (Piper, 
Ogrodniczuk, Lamarche, & Joyce, 2006; Markin, 
2010)、市场调查中的买卖双方关系(Cronin, 1994)
以及群体中的领导力研究(Livi, Kenny, Albright, 
& Pierro, 2008; Yammarino & Dansereau, 2008)等
各方面。 

2  家庭领域内的社会关系模型 

社会关系模型为研究家庭成员个体之间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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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以及关系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理

论基础和数据分析方法。 
2.1  家庭领域社会关系模型效应解释 

William Cook 根据家庭系统的特点, 将家庭
看作是相互作用的一个网络, 为检验家庭成员之
间的相互作用, 对社会关系模型进行了修订, 使
其更加适用于家庭的研究(Cook, & Dreyer, 1984; 
Cook, 1993, 1994, 2000, 2001, 2005)。社会关系模
型将个体的特征看作是家庭整体的功能、家庭成

员个体的功能以及家庭内部成员的互动的综合

体。以母亲报告的数据为例, 母亲对孩子的冷漠
可能反映了以下四方面的特征：第一, 数据体现
了母亲自身的特征, 母亲本身就是冷漠的人, 对
其他家庭成员也较为冷漠; 第二, 数据反映了儿
童的特征, 如该儿童属于难养型儿童, 其他家人
对其都比较冷漠; 第三，数据反映了母亲和孩子
之间的独特关系, 如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 母亲
只是与孩子的关系冷漠; 第四, 数据反映了家庭
的特征 , 如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冷漠
(Snijdersq, & Kenny, 1999)。可见, 家庭成员之间, 
家庭成员构成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

赖的关系。上面的几种特征体现在社会关系模型

分别对应着行为者效应(actor effect)、同伴效应
(partner effect)、关系效应(dynamic effect)和家庭
效应(family effect)。此外, 在家庭研究领域社会关
系模型还包含了互惠效应(reciprocal effects), 具
体为个体水平的互惠效应 (individual reciprocal 
effects) 和 关 系 水 平 的 互 惠 效 应 (relational 
reciprocal effects) (Eichelsheim, Dekovi’c, Buist, & 
Cook, 2009; Kenny, et al., 2006; Schrodt, Soliz, & 
Braithwaite, 2008), 而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又包
括代际内部的关系(inter-generation relation)和代
际之间的关系(intra-generation relation) (Eichelsheim, 
et al., 2009)。下面介绍各种效应在家庭研究中的
含义。 
2.1.1  行为者效应、同伴效应、关系效应和家庭

效应 
行为者效应指个体在与多数家庭成员的关系

中其情绪、认知和行为是否表现一致, 即个体在
不同家庭成员面前表现出某种特征的一般倾向 , 
体现了个体特征的跨情境一致性特点(Cook, 2005; 
Kenny, & La Voie, 1984)。如, 在家庭中青少年对
父亲给予了温暖关怀, 对母亲也给予了温暖关怀, 

则说明青少年对父母的行为方式具有一致性, 也
说明青少年本身具有温暖关怀的特征。相反, 如
果在家庭中, 青少年对父亲给予了温暖关怀, 却
没有对母亲给予温暖关怀, 则说明青少年的这种
特性并不典型, 其行为者效应较小。 

同伴效应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其他

成员对自己表现出某种特定行为的一致性, 即个
体作为家庭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同伴, 其他成员对
自己行为的一致性(Cook, 2005; Kenny, & La Voie, 
1984)。如在家庭中青少年作为父母的“同伴”, 父
亲给予了他较高水平的温暖关怀, 母亲也给予了
他较高水平的温暖关怀, 则青少年获得了父母比
较一致的行为, 说明青少年的同伴效应较高。相
反, 如果只有母亲对青少年的温暖关怀较多, 父
亲的较少, 则青少年得到的父母的反应行为不一
致, 说明其同伴效应较低。 

关系效应指在特定的关系中个体和另一个人

之间的独特判断, 一个显著的母子关系效应意味
着母亲只给予了青少年独特的温暖, 而这与母亲
的行为者效应、青少年的同伴效应以及家庭效应

无关, 因此关系效应反映了这一特殊关系的独特
特 点 (Cook, 2005; Kenny & La Voie, 1984; 
Manders, et al., 2007)。值得注意的是, 关系效应是
有方向性的, 即母亲报告的母子关系不同于青少
年报告的母子关系, 有可能母亲对青少年给予了
独特的温暖, 而青少年却给予了兄弟姐妹独特的
温暖。 

家庭效应反映了家庭成员所共有的一般特征

(Cook, & Kenny, 2006)。如甲家庭成员都偏好亮色
系, 而乙家庭成员都偏好暗色系, 所谓“不是一家
人不进一家门”,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较高的相似
性以及家庭之间较大的差异性体现了家庭效应。

在统计意义上, 如果除掉个体效应、关系效应之
后所剩余的变异, 还能够被家庭的特征所解释，
则表明存在家庭效应。 
2.1.2  互惠效应与相似性 

除在个体水平、关系水平和家庭水平研究家

庭系统外 , 社会关系模型也提供了互惠效应
(reciprocal effects)指标。互惠效应分为两种, 一种
是个体水平的互惠效应 (individual reciprocal 
effects), 另一种是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relational 
reciprocal effects) (Eichelsheim, 2009; Kenny, et al., 
2006; Schrodt,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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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水平的互惠效应指的是个体从他人那里

获得行为的程度(如个体的同伴效应)是否与个体
一般对他人给予该行为的程度有关(个体的行为
者效应) (Eichelsheim, et al., 2009; Kenny, et al., 
2006; Schrodt, et al., 2008)。如母亲对其他家庭成
员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温暖特点, 同时也得到了其
他家庭成员的温暖关怀, 那么存在母亲温暖的互
惠效应。所谓付出即有回报,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就统计意义而言, 计算个体水平的互惠效应以个
体的行为者效应和同伴效应均显著为前提。 

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指的是在特定关系中 , 
个体对另一个个体所做的独特回应的程度

(Eichelsheim, et al., 2009; Kenny, et al., 2006; 
Schrodt, et al., 2008)。例如,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互
惠效应指的是母亲报告的父亲所给予母亲的高水

平温暖, 是否与父亲报告的母亲给予父亲的高水
平温暖有关, 即父亲对母亲的温暖与母亲对父亲
的温暖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就统计意义而

言, 计算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以双方报告的关系
效应均显著为前提。 

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可以评估家庭中的每对

关系 , 如母亲—父亲关系 , 母亲—孩子关系 , 父
亲—孩子关系。这些关系又可以分为代际内部之
间的关系(inter-generation relation, 如父亲与母亲
的关系 , 手足之间的关系等 )和代际之间的关系
(intra- generation relation, 主要是亲子关系, 或隔
代关系) (Eichelsheim, et al., 2009)。 

互惠效应是社会关系模型分析的基础, 对于
涉及到情感互动的测量中, 两个互惠关系经常存
在正相关, 然而对于表示方向性不平等的关系变
量如影响 (influence), 很可能存在一个负向的相
关关系。如在研究谈话中, 正向的互惠关系意味
着行为者与同伴的交流甚多, 而同伴也对行为者
有大量的交谈回馈 (Snijdersq, & Kenny, 1999)。 

除了互惠效应之外, 社会关系模型还可以估
计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似性。Kashy和 Kenny (1990)
将 此 看 作 是 代 际 二 级 因 素 (intergenerational 
second-order factors), 因为只是估计同代成员之
间的关系, 一般指的是代际内部相似性效应(intra- 
generational similarities), 可以计算同代人行为者
效应的相关, 也可以计算同代人同伴效应相关。
例如 , 以四人家庭而言 , 母亲和父亲属于同代 , 
年长的孩子和年幼的孩子属于同代, 因此将会有

四个代际内部的相似性相关, 如母亲和父亲的行
为者效应相关与同伴效应相关, 两个孩子的行为
者效应相关与同伴效应相关。相关结果为显著性

正相关 , 则表明二者具有相似性; 相反 , 若为显
著性负相关, 则表明二者不具有相似性, 具有互
补性。以家庭中影响力而言, 其具体含义为, 父母
行为者效应之间的正相关表明父母在对家庭成员

的影响力具有相似性, 父亲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
响力越强, 则母亲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力也越
强; 孩子同伴效应之间的正相关则表明两个孩子
接受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年长的孩
子越容易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 则年幼的孩
子接受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也越强。相反, 若相
关结果显著为负, 则表明二者具有互补性, 如父
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互补性。 
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社会关系模型各种效应的计算最早由 Warner, 
Kenny 和 Stoto(1979)提出, 然后应用到家庭关系
的数据中(Cook, & Dreyer, 1984)。由于在社会关
系模型的设计中, 不同水平的单元并不是很好地
嵌套在一起, 因为每对关系并不单属于一个个体, 
而是属于关系的双方, 这意味着行为者效应和同
伴效应在群体中的随机效应是交互的, 因此社会
关系模型数据并不具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的一般

要求。虽然个体与群体属于嵌套的关系, 而多层
线性模型可以分析嵌套数据, 可以将变异分解为
个体的变异和群体的变异, 甚至可以研究群体对
于个体变量的影响, 但是互惠效应是社会关系模
型的基础, 探讨的是双向互动数据, 并不是多层
线性模型的分析单位, 所以不能够采用多层线性
模型进行分析(Cook, & Dreyer, 1984; Snijdersq, & 
Kenny, 1999)。社会关系模型有其特殊的公式和分
析方法。 

以四人家庭为例, 需要计算的有 4 个行为者
效应(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4 个同伴效应(父
亲、母亲和两个孩子)、12 个关系效应(父亲与母
亲, 父亲与长子, 父亲与次子, 母亲与父亲, 母亲
与长子, 母亲与次子, 长子与父亲, 长子与母亲, 
长子与次子 , 次子与父亲 , 次子与母亲 , 次子与
长子)和 1个家庭效应。 
2.2.1  缺失值的处理 

社会关系模型在家庭中使用时往往采用循环

设计的方法, 获得数据需要家庭内所有的成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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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 此时很有可能会造成数据的缺失, 所以
缺失数据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Cook (2000)总结
了家庭领域中的社会关系模型的缺失数据类型。

主要存在三种水平的缺失数据, 第一个水平是量
表中项目的缺失(item-within-scale level), 如被试
漏答了某一量表中的项目； 第二个水平是被试中
关系的水平(relationship-within respondent level), 
如母亲报告了对长子和年幼孩子的分数, 但是缺
失了对父亲的报告；第三个水平是家庭中的被试

缺失(respondent-within-family level), 如父亲、母
亲和长子都填写了问卷, 但是另外一个孩子没有
参与填写。涉及到家庭领域的社会关系模型研究

将剔除关系内部被试的缺失和家庭水平被试的缺

失, 对于量表中项目的缺失可以用平均数代替。 
2.2.2  单个家庭社会关系模型效应值的计算 

可以使用公式计算每个家庭的社会关系模型

效应。返回表 1, 可以计算每个家庭成员的行平均
值(row mean), 代表了个体对其他家庭成员评价
的平均值, 即个体的行为者效应。相似地, 对于每
个家庭成员有一个列的平均值(column mean), 代
表了其他家庭成员评价该个体的平均值, 即个体
的同伴效应。最后, 有一个总均值(grand mean), 
代表了家庭的平均值, 因为是所有家庭关系功能
的总和 , 总均值代表了整个家庭功能的特征
(Cook & Kenny, 2004)。 

在计算行为者效应时, 需要考虑“缺失”的同
伴, 从表 1 可以看出, 对角线的位置是空出来的, 
因为一般个体不能与自身进行匹配, 由于个体不
可能同时既是行为者又是同伴造成, 这会形成一
个缺失的同伴(Warner et al., 1979; Kenny, et al., 
2006), 所以行平均值和列平均值并不能作为行为
者效应和同伴效应, 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以权
重, 以调试缺失的同伴, 主要是通过成员个数 n
来进行调试。计算需要三步, 第一对于特定的家
庭成员 I, 平均值是通过 n−1个家庭成员评定的加
权平均值。然后通过由于缺失的同伴分数而造成

的加权列的平均值进行调试。在第三步中, 由整
个家庭的加权平均来确定是否与家庭的均值进行

偏离。由于个体均值可能会比家庭均值大或者是

小, 所以行为者效应既可以是正向的, 也可以是
负向的。如果个体的值大于家庭的平均值, 则行
为者效应是正向的, 如果个体的平均值低于家庭
的平均值, 则行为者效应是负向的。具体公式为, 

行为者效应 I = 行均值 i (n−1)2/[n (n−2)]+列均值 i 

(n−1)/[n (n−2)]-家庭均值(n−1)/(n−2)。计算同伴效
应和关系效应时也需要使用家庭成员的个数进

行一定的调试。 
这种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行的平均

值和列的平均值都与家庭的平均有关, 这样造成
的结果是如果知道三行的平均值, 可以通过来自
总平均值的前三个的差异估计第四个平均值。换

而言之 , 对于四个水平的因素 , 有三个自由度 , 
在一个家庭的循环设计中, 行为者效应和同伴效
应的自由度是 n−1, n是家庭成员的数量。因而, 对
于四人家庭来说, 有 3个自由度, 因此有 3个独立
的行平均值或者是列平均值, 但是第 4 个平均值
是将前三个平均值进行平均后 , 家庭平均的结
果。这种限制体现在所有成员行为者效应上将是

总和为 0, 同样在同伴效应上表现也如此(Kenny, 
et al., 2006)。所以如果父亲的行为者效应是较大
且正向的, 将会由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者效应所
补偿, 例如, 母亲的行为者效应可能与父亲的行
为者效应大小相同, 但是负向的。 同样这种计算
方法对于关系效应也存在局限, 如果知道其中的
两个关系效应, 能够通过计算前两个关系效应的
总和乘以负 1 进行计算, 结果致使父亲与母亲、 
父亲与孩子、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效应总和为 0。 

虽然这种方法具有局限性, 但由于可以计算
出效应的具体值 , 因此至今研究中仍在采用
(Eichelsheim, Buist, Cook, Manders, Branje, & 
Frijns, 2011; Schrodt, et al., 2008), 并加以发展, 
如在家庭治疗临床研究中, 将所得的结果进行标
准化处理, 即将结果转化为 Z 分数, 认为高于或
低于 2个 Z分数的为异常值(Mol, Buysse, & Cook, 
2010)。 
2.2.3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 

鉴于使用上述方法计算出单个家庭各种效应

所存在的局限性, 有研究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
方法分析数据 (Buist, Reitz, & Dekovic, 2008; 
Cook, 1994; Manders, et al., 2009; Rasbash, Jenkins, 
O’Connor, & Tackett, 2011)。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会关系模型效应时,
采用了类似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思路。在进行模

型设定时, 将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者效应、同伴
效应、关系效应作为潜变量, 个体对其他成员的
评价作为其行为者效应的观测变量, 其他成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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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评价作为其同伴效应的观测变量, 个体 A
对个体 B的评价作为 A对 B的关系效应的观测变
量, 将 A对 B的关系效应与 B对 A的关系效应的
协方差设定为 AB 的关系互惠效应, 最后将所有
的载荷固定为 1, 通过模型验证来考察潜变量的
方差。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各种指标对模

型整体加以检验, 同时如果方差不为 0, 则表明
解释的变异量不为 0, 该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Cook, 1994)。还有研究者采用 G理论的方法对
社会关系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方法进行了

信度的检验 , 表明信度较好 (Bonito, & Kenny, 
2010)。在应用时, 该种方法得到了发展, 如有研
究者将此种方法与线性回归相结合 , 探讨分解
出的各个潜变量效应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Schrodt, et al., 2008)。 
值得注意的是, 进行检验时需要满足结构方

程模型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要求, 如不能只采用
一个观测变量作为指标来考察关系效应, 可以采
用对于同一结构采用多重测量的方法进行, 这可
以通过将特定的测量随机分为两个平行的测验的

方法进行实施(Cook, 1993; Cook, 2000; Eichelsheim, 
et al., 2009)。  

该方法不同于多质多法模型。首先, 在进行
设计时, 多质多法模型是让不同个体对被评价的
特质进行评价, 而社会关系模型采用了循环设计
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群体成员针对某一特定个体
进行评价 ; 其次 , 在处理社会关系模型效应时 , 
是将所有因子载荷固定为 1 来估计效应的大小, 
而因子载荷在多质多法模型中属于被估计的范畴; 
最后, 多质多法模型的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方法评
价的个体特质是否具有共同潜在的因子, 而社会
关系模型主要是在承认有共同潜在因子的前提下, 
将潜在因子的变异进行分解, 分解为不同的效应, 
并得出效应的大小。 
2.3  家庭领域内使用社会关系模型的研究 

社会关系模型在家庭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 就内容而言涉及消极性(negativity)、积极性
(positivity)、问题行为 (problem behavior)、依恋
(attachment)、关系满意度(relational satisfaction)、
关系质量 (relationship quality)、宽恕与被宽恕
(forgivingness, forgivability) 对 人 际 侵 犯

(interpersonal transgressions)的影响、家庭忠诚
(family loyalty)、影响(influence)和说服(persuasion)

等 (Braithwaite, 2008; Buist, et al., 2004, 2008; 
Delsing, Oud, & De Bruyn, 2005; Eichelsheim, et 
al., 2011; Hsiung & Bagozzi, 2003; Hoyt, 2005; 
Manders, et al., 2009; Rasbash, Jenkins, O’Connor, 
& Tackett, 2011; Schrodt, Soliz, Ross, Stein, 
Trabasso, Woody, & Ross, 2005); 涉及到的家庭类
型多数是原生四人家庭, 也包含一些三人家庭和
再婚家庭(Schrodt, et al., 2008); 还有研究涉及到
代际之间的关系(Ross, et al., 2005)等。  

就社会关系模型的应用方式而言, 主要可以
分为两种, 一种是将社会关系模型分解出的行为
者效应、同伴效应或者是家庭效应作为自变量或

者是因变量, 来探讨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另一种
是探讨社会关系模型各种效应在家庭中的一般模

式, 如行为者效应、同伴效应、关系效应、家庭
效应等各种效应在不同家庭群体、不同研究领域

解释变异时所占比重是否具有一般性的特点。 
Buist, Cook和 Manders (2011)以 120个有问

题青少年家庭和 150个没有问题青少年家庭(为四
人家庭, 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为被试, 使用社
会关系模型中平均数的分析方法, 将家庭中表现
出的消极性分解为具体的效应, 然后对两种青少
年家庭的各种效应进行了差异比较, 结果发现青
少年的行为者效应、青少年的同伴效应、家庭效

应在两种家庭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与
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行为有很大的关系。Mol, 
Buysse 和 Cook (2010)探讨了社会关系模型在家
庭治疗中临床干预的应用, 使用了平均数的计算
方法, 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 该研究将平均数进
行了转化, 转化成为 Z 分数, 并将高于或低于 2
个 Z分数的视为异常值。 

Schrodt 等(2008)以 114 个再婚家庭(三人家
庭)为被试探讨了日常谈话与关系满意度的关系, 
通过使用社会关系模型中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 , 
将日常谈话和关系满意度进行模型效应的分解 , 
然后探讨各种效应潜变量的关系, 结果显示模型
拟合良好, 就日常谈话和关系满意度两者的效应
大小而言。三个行为者效应均显著, 孩子的同伴
效应显著, 孩子分别与亲生父母、继父母的关系
效应均显著, 孩子与继父母在关系水平的互惠效
应显著; 就日常谈话和关系满意度两者效应的关
系而言, 孩子日常谈话的同伴效应与关系满意度
的同伴效应两者关系达到显著性水平, 继父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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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行为者效应关系达到显著性水平, 继父母日
常谈话的行为者效应与关系满意度的同伴效应

两者之间达到显著性水平。Delsing, Van Aken和
Oud 等(2005)以 288 个四人家庭为被试, 检验了
家庭关系中感知到的公正和信任与青少年外部

问题行为和内部问题行为的关系。通过使用社会

关系模型中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解为各种公

正和信任的效应, 如行为者效应、同伴效应、关
系效应和家庭效应等, 将家庭成员的每个效应作
为自变量, 以青少年问题行为为因变量(父亲、母
亲和自我报告的问题行为作为青少年问题行为

的外显变量), 探讨二者的关系, 结果发现在各种
效应中, 家庭效应负向预测青少年内部和外部问
题行为的能力最强, 同时也发现了青少年行为者
效应, 即其自身的特征对于内部和外部问题行为
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社会关系模型效应的一般

模式 (Buist, Reitz, & Dekovic, 2008; Eichelsheim, 
Dekovi’c, Buist, & Cook, 2009; Manders, Janssens, & 
Cook, 2009; Rasbash, Jenkins, O’Connor, & Tackett, 
2011)。 

Eichelsheim 等 (2009)回顾了使用社会关系
模型研究家庭关系的各种研究, 并对 18 项研究
结果(四人家庭 12项, 三人家庭 6项)进行了元分
析, 得到了行为者效应、同伴效应、关系效应和
家庭效应分别在四人家庭和三人家庭中、在不同

研究领域(情感领域和影响领域)的社会关系模型
模式。结果发现, 在四人家庭和三人家庭的研究
中, 无论是在情感领域还是影响领域, 行为者效
应解释了家庭关系的最大变异 , 其次是关系效
应解释了中等程度的变异来源 , 再次是同伴效
应, 但也解释了中等程度的变异来源, 而家庭效
应在所有研究中能解释的变异来源最小 , 这意
味着家庭内部的相似性较小以及评估的家庭关

系在家庭之间的差异很小。由此可以看出, 在家
庭领域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模型效应的模式 , 
即家庭效应和同伴效应解释的变异较小 , 关系
效应和行为者效应解释了较多的变异 , 而在同
代之间(夫妻之间或者是手足之间)比较容易发现
关系互惠效应 , 而对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父亲和
母亲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Buist 等(2008)使用纵
向数据探讨了青少年家庭依恋模式的稳定性及

变化性, 通过社会关系模型分析发现, 依恋的社

会关系模型效应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 表
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3  评价与展望 

3.1  贡献 
首先在理论层面, 社会关系模型使得家庭系

统理论更为细化和可操作化。家庭系统理论一直

强调将家庭看作是家庭成员和家庭关系相互作用

的系统, 认为家庭成员的某一特征或行为可以对
整个家庭系统或家庭子系统产生影响 , 而家庭
系统或子系统的变化又会影响到某一家庭成员

的特征变化, 即个体与其他家庭成员、与整个家
庭是“共生”的。社会关系模型将这种共生现象或
相互作用现象进行细化 , 分解成为不同水平的
效应 , 特别是互惠效应的提出将家庭系统理论
进行深化。 

同时, 社会关系模型将家庭系统理论的应用
更加操作化。在早期关于家庭系统或家庭关系的

研究中, 带有明显的一方驱动的色彩, 而忽略了
相互影响的事实。以个体行为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为例, 如早期研究涉及到青少年问题行为对亲子
关系的影响, 结果发现与没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
相比 , 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其亲子关系较为消
极。而这一研究设计和结果明显带有儿童驱动

(child-driven)的色彩。然而尚未明确的是, 这种差
异性是否在婚姻关系、手足关系以及整个家庭关

系中都有所体现。即使可以使用不同被试群体进

行检验, 得出的结果可比性较小, 而社会关系模
型能够将这几种效应同时加以检验。 

其次, 在研究方法层面。其一, 在早期的研究
中关于亲子关系的信息大多数是通过父母或者是

孩子一方报告获得, 在方法层面忽视了家庭关系
是相互依赖的这一事实, 这样得到的信息其真实
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使得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

庭不同的是个体的特质、关系的特征以及家庭作

为一个整体的特征(Cook, & Kenny, 2006), 然而
传统的方法学并不能完全地捕捉到家庭的复杂

性。社会关系模型采用循环设计的方法进行, 是
每个家庭成员参与其中, 既是评价者同时又是被
评价者, 使得得到的信息更为真实可靠, 而且通
过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能够得到关于家庭的
更为复杂的结果。其二, 家庭是一个复杂综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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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在家庭运行的实际过程中包含着家庭系统
不同水平之间的交互影响, 而现有的研究方法受
到线性因果方法的限制, 无法将各个水平的相互
影响进行剥离。通过社会关系模型不仅可以收集

到有关家庭系统的全面信息, 可以从双向关系角
度考察影响家庭系统的多种相互性, 并且拥有一
套统计分析方法将各种变异源进行分离, 可以得
到更加精确的统计结果。 
3.2  展望 

社会关系模型在家庭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局限性, 需要进一步发
展。第一, 社会关系模型用来分析成对数据, 其理
论观点是基于人际互动的角度将变异分解为多个

水平。但究其本质而言, 社会关系模型体现的是
人际互动的二元关系, 如父亲和孩子之间, 母亲
和父亲之间等, 还不能完全体现人际感知与评价
的复杂性 , 有研究将社会关系模型进行了拓展 , 
建立了三元关系模型(Triadic Relations Model,简
称 TRM) (Card, et al., 2010), 通过此模型可以分
析三维数据(three-dimensional data), 用以考察三
人人际互动的情况, 当感知者评价行为者如何对
另一个同伴进行评价时可以用到此模型, 如儿童
评价一个欺负者是否对另一个受欺负者进行攻

击。因此, 在后继的研究中, 研究者应对社会关系
模型的理论观点加以完善, 使其接近较为复杂的
家庭关系系统。 

第二, 在三人群体中, 关系效应的计算存在
局限。每个行为者有三个得分, 这些得分的平均
值将是行为者的行平均, 如果知道其中的两个关
系效应, 就能够通过计算前两个关系效应的总和
乘以负 1进行计算, 结果造成父亲与母亲、父亲
与孩子、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效应总和为 0。而存
在显著地关系效应是进行互惠效应计算的前提 , 
而互惠效应是社会关系模型检验的基础 , 并且
在中国大多以三人家庭为主 , 因此在应用时受
到了限制。  

第三, 社会关系模型的各种效应缺乏有效的
外部效度指标。社会关系模型将家庭系统理论进

行细化, 细分为多种可以操作和计算的效应, 如
行为者效应、同伴效应、关系效应、家庭效应和

互惠效应等。社会关系模型的理论、设计和方法

自成一套, 虽也有研究使用 G 理论的方法证明了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处理社会关系模型数据的可靠

性(Bonito & Kenny, 2010), 但是无论是使用平均
值还是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解出的各种社会

关系模型效应, 仍缺乏可靠的外部效度指标。 
最后 , 社会关系模型应加强对缺失值的处

理。社会关系模型的应用较为复杂, 并且易造成
数据的缺失。循环设计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与其

他家庭成员进行充分的评定或者是互动, 因此在
研究中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不易控制; 此外, 
由于设计及统计上的要求严格, 使得群体中一旦
有一个数据缺失 , 就会导致一对或整组数据无
效。因此, 后继研究可以对社会关系模型中缺失
值的处理加以关注。 

综上, 今后的研究可以在社会关系模型体现
家庭关系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三人群体数据的处

理、各效应的外部效度指标以及缺失值的处理等

方面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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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Model in Family Study 

GUO Suran1,2; WU Xinchun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ocial relations model was introduced to the family study in 1984, and applied in multiple family 
relations study. Round-robin design is adopted in family researches with social relations model; individual 
effect, relational effect and family effect could be evaluated, and individual and relational reciprocal effects,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 reciprocal effects, an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family members could 
also be evaluated by social relations model. Data in social relation model is analyzed by single family effect 
size or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ur poi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study with 
social relations model, that are, reflecting more complex of family relations, analyzing data from the 
three-person group, finding validity indexes of effect and processing missing values. 
Key words: social relations model; round-robin design; family study 


